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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８—１９１１年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与缉私

马　光

内容提要　珠江三角洲地区水网密布的自然环境和香港、澳门这两个自由港的存在，为晚
清时期鸦片走私进入内地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围绕着鸦片这棵巨大的摇钱树，走私

与缉私成为了各方较量的一个竞技场。中外走私商利用港澳的特殊环境与外国领事裁判

权，同香港政府、广东腐败官员相互勾结，组织起庞大的走私网络并配以先进武器，进行猖

獗的走私活动以牟取暴利。为打击鸦片走私，海关和广东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加强缉私船

武器配备、建立沿岸警戒线、雇佣线工、实行奖惩等措施来抑制走私，虽收到一定成效，但

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一时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到１８８７年开始实行鸦片税
厘并征政策，设立拱北关和九龙关，从而将华船也置于严密掌控之下，使鸦片走私活动受

到进一步打击，但鸦片走私并未因此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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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关于鸦片战争前的鸦片问题研究比较深入，而对之后的鸦片问题关注不够，对晚清珠

三角地区鸦片走私问题的研究更不多见。这固然与涉及走私的史料难以寻觅相关，但也不排除学

界受到某些研究视角与方法局限性的影响。合法贸易固然重要，然而走私问题亦不可小视，在某种

程度上，走私更甚于正常贸易。

事实上，晚清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极其猖獗，在一定时期内走私的鸦片比通过“合法”途径进

入广东的鸦片还多。鸦片走私直接牵涉到粤港澳各政府和海关的切身利益，对珠三角地区的经济、

外交与军事等都有着重要影响。若不对鸦片走私进行考察，则很难对鸦片贸易状况做一个整体、全

面的理解，更不可能深入理解当时各方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晚清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问题前人

虽有涉及①，但多是定性研究而缺乏定量分析，关注宏观层面而缺乏微观细节的考察。鸦片的走私

途径有哪些？走私比例究竟有多高？中外商人如何与腐败官员勾结而在幕后操纵走私？香港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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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近代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２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年版，第４１４—４３１页；〔英〕莱特著，姚曾訥译《中国关税沿革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９５—３１７页；陈
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０６—３３１页；连心豪《近代中国的走私与海关缉私》，厦门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１—３６、８４—９７页；张晓辉《香港与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５—３１页；张俊义《近代中
国海关的反走私努力与１９４８年中英关于香港〈关务协定〉的签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青年学术论坛２００１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８７—４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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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对鸦片走私如此纵容？走私活动造成了哪些严重影响？这些都是亟待解答的问题。本文主要

利用新近刊布的近代海关资料，对鸦片走私渠道、走私数量、走私参与者、组织形式等进行分析，并

对广东地方政府和海关当局所展开的缉私行动进行探究，以期揭开鸦片走私的神秘面纱。①

一、外国鸦片走私进入广东的原因与渠道

晚清珠三角地区走私之所以盛行，首先与其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珠江三角洲地区

水网密集，西江、北江和东江等支流密如网织，而香港、澳门这两个分别受控于英国和葡萄牙的自由

港就在珠江的东、西入海口附近，这种特殊的环境无疑给走私带来了便利。

整个广东省，港口罗列，除广州所在的河流外，有一条大河纵贯全省，所分布的支流、运河

网和水路交通，联系着重要商业市镇，这些地方同英国殖民地香港之间，进行着大量直接贸易，

而与广州无涉，广州海关亦不能监督。从这一切看来，通过这些路线的鸦片和洋货以及土货的

数量和价值，一定是很庞大的。②

李鸿章也曾指出，“洋药系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后分运进中国各口。香港为英国属地，中外奸

商即于该处私相授受……各省滨海之区，袤延万余里，河港纷错，沙岸无垠，势难处处设卡，节节防

查。”③鸦片体小价昂、容易携带和藏匿的特点也为其走私带来了便利，“洋药拆箱之后，包件轻小，

取携甚便，随身可以夹带，非私盐笨重可比，其获利更厚于私盐十倍”。④

鸦片走私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海关对于鸦片征收的关税和厘金较重。⑤ １８５８年，中英签订
《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对进口到中国的外国鸦片具体征税问题进行了规定，从而实现了

鸦片贸易合法化：

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

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条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

并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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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进入广东的鸦片不但有外国鸦片，亦有土产鸦片；不但有经过海关新关（俗称洋关）入口的，也有从常关进口的；不但有从

陆路输入，亦有海路运进；不但有“合法”进口，亦有走私流入。其他形式的鸦片进入广东问题，请参考拙文《晚清民初广东外国鸦

片的进口与税收》，《国家航海》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０３—１１２页；ＭａＧｕａｎｇ，“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ＴｈｅＯｐｉｕ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８５８—１９１７，”硕士学位论文，澳门大学历史系，２０１０年。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８６６，Ｃａｎｔｏｎ，ｐｐ１０９—１１０，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１８４０—１８９５）》第２册，中华
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０７７页。

李鸿章：《遵议鸦片厘税事宜折》（光绪七年六月十六日，１８８１年７月１１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９册，
“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９４页。

李鸿章：《遵议鸦片厘税事宜折》（光绪七年六月十六日，１８８１年７月１１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９册，
“奏议九”，第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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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按照别定货税。①

按照这个规定，新关对外国鸦片每担要收税３０两白银。显然，对于鸦片的征税并非按照“值
百抽五”的通行税率来征收，而是要高于此税率，因为每担鸦片价值一般都是低于６００两。例如，
根据海关的统计，１８６４年广州每担麻尔洼鸦片价格为６７０墨西哥元，约４６２３海关两；每担八达拿
鸦片价格为５３０墨西哥元，约３６５７海关两。② 其实，直到１８８７年全国各地的鸦片价格也很少有超
过此价的。

表１　１８８７年鸦片价格 （单位：海关两／担）

种类 全国平均 汕头 广州 琼州 北海 九龙 拱北

八达拿Ｐａｔｎａ ４０８ ３９７ ４３２ ４０６ — ２９０ ２７５

拿勒斯Ｂｅｎａｒｅｓ ３９７ ３８４ ４１３ ３９３ ４００ — ２７１

麻尔洼Ｍａｌｗａ ４７０ ４７１ ４８０ — ４５８ — —

　　资料来源：“ＭｒＯｈｌｍｅｒｓ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ＰｏｒｔＲｅｐｌｉｅｓｔ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Ｎｏ３７２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ＲａｗａｎｄＢｏｉｌ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ｐｉｕｍ，”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ｐｉｕｍ：Ｃｒｕｄｅａｎｄ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ｕｓｔｏｍｓⅡ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１０（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１８８８），ｐｐ７０—７３．

而且，除了这３０两之外海关还会对鸦片征收其他税厘。例如，１８６４年的粤海关报告就指出：

该年５月，每担鸦片征政府战争税１６两。毫无疑问，这种税捐的征收促进了走私活动，因
为通过本关的鸦片数量马上下跌至每月 １７５—２００担，并且从那以后，一直以这样的比例
下跌。③

由此可以看到，海关方面也认为对鸦片征收重税刺激了鸦片走私。根据条约规定，在１８８７年
税厘并征实行之前洋药进入中国内地之后就要“听凭中国办理”，这就意味着税收部门可以随意加

征鸦片税厘。粤海关主管缉私的副税务司博郎（ＨＯＢｒｏｗｎ）在报告中指出，鸦片是政府征税的最
好“猎物”：

所有政府都有一个观点，即是对非人民生活所必需或非国家所需要的商品，都视为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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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１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１７
页。

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ＮａｔｉｖｅＯｐｉｕｍ，１８８７Ｗｉｔｈａｎ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ＮａｔｉｖｅＯｐｉｕｍ，１８６３，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ＩＩ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１８８８），ｐ６８此处以１墨
西哥元约等于０６９海关两换算。１墨西哥元约等于０６２—０６７海关两，参见〔日〕滨下武志著，高淑娟、孙彬译《中国近代经济史
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５０—３５４页。林满红教授指出，１８６０年前后１海关两约
为１４５墨西哥银元，１８８７—１８９５年间则约为１５２墨西哥银元。亦即１墨西哥银元约等于０６５—０６９海关两，参见林满红《中国
的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１８１４—１８５０）》，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４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１９９１年
版，第１０页。

《１８６４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
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以下简称《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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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课以重税。鸦片对于收税官吏来说，如同狮子和老虎是猎人的第一流猎物一样。①

１８６８年粤海关报告显示，鸦片从香港运至北江或西江地区，合法途径下需要缴纳以下费用：（１）
经洋船由香港运至广州：①新关税每箱３８０两＋②战争税每箱１８４两 ＋③承包税每箱８０两 ＝
６４４两；（２）从广州运至北江或西江地区：①广州官方每箱征收４５两＋②三水官方每箱征收１０４
两＋③芦苞或后沥每箱征收１０４两＝２５３两。两者总计为８９７两。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鸦片税厘远较其他商品为重，且在１８８７年税厘并征之前，税收部门
对于进入中国内地的洋药可以任意加征税厘，这无疑也是促使鸦片走私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缉私报告可以看到，１８８３年上半年缉获的鸦片占缉获总额的 ８７４４％，为走私物品中的最
大宗。③

从海关史料来看，外国鸦片进入广东省的主要途径至少有三个：一是从澳门向内地走私；二是

从新加坡直接运送鸦片到广东下四府等地；三是从香港运到广州湾然后再把鸦片走私到内地。下

面分而论之。

１从澳门向内地的鸦片走私。１８世纪至鸦片战争前，把鸦片作为商品从海外贩运到澳门倾销
于内地的始作俑者是葡萄牙人。澳门是鸦片贸易和走私的最早据点，是向中国输入鸦片的重要基

地。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开始不断破坏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南京条约》签订不久，１８４５年１１
月，葡萄牙女王玛利亚二世（ＭａｒｉａⅡ）便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１８４６年４月，亚马留（ＪｏｏＭａｒｉａ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ｄｏＡｍａｒａｌ）被任命为澳门总督，上任之后他便疯狂破坏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于１８４９年
３月竟将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的办公人员驱逐出澳门，后来税卡被迫迁到广东黄埔办公。④ 自由港
的地位为澳门的走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澳门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遂成中外鸦片走私的基地之

一。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从香港开往广州的“九江”、“鄱阳”与从澳门开往广州的“士迫”等轮船
因经常往返于两地，故享有不必日日报验的优待，然而这些轮船却利用这一特权经常以从船上丢包

到水中的方式进行鸦片走私，曾多次被海关查获。⑤ １８８２年，从澳门再装船输入中国内地的鸦片共
值３５９７０２９元，其中合法纳税进口的有１６３３９５２元，通过走私输入的有１９６３０７７元，走私的鸦片比
正常报关纳税的还要多。⑥ 之后几年走私更是猖獗，如表２所示。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６９页。
《１８６８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５１—５２页。
“Ｎｏ１７０ｏｆ１８８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ｆｉｓ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ｔｅａｍｅｒｓ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ａｎｙ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Ｊｕｎｅ１８８３，”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ａｔＣａｎｔ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Ｄｅｓｐａｔｃｈｅｓ，Ｅｔｃ，１８７１－８５，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ⅤＯｆｆｉｃｅＳｅｒｉｅｓＣｕｓｔｏｍｓ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２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１８８８），
ｐ８９．

ＡＭａｒｑｕｅｓＰｅｒｅｉｒａ，ＡｓＡｌｆａｎｄｅｇ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ａｓｄｅＭａｃａｕ（Ｍａｃａｕ：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ａｄｅＪｄａＳｉｌｖａ，１８７０），ｐｐ６１—６３；黄启臣：《澳门主
权问题始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Ｎｏ４３ｏｆ１８７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ｅｉｚｕｒｅｏｆＯｐｉｕｍｏｎｓｓＳｐａｒｋ，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ｎｓｕ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ａｔＣａｎｔ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Ｄｅｓｐａｔｃｈｅｓ，Ｅｔｃ，１８７１—８５，ｐｐ６—１７．

“Ｌａｐｐａ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８７—９１，”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ｕｓｔｏｍｓ，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ｅｔｃ，
ＰｏｒｔｓＯｐｅｎ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ｒｅ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Ｐｏｒ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１８８２—９１，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ｕｓｔｏｍｓⅠ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６（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Ｃｕｓｔｏｍｓ，１８９３），
ｐ６０５值得指出的是《拱北关史料集》（拱北海关志编辑委员会１９９８年编印）第２６１—２６２页和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
汇编（１８８７—１９４６）》（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６—２７页中的数据皆有误，前者将１６３３９５２误作１６３３９２５，后者将１９６３０７７
误作１９６３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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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８８３—１８８５年澳门进口鸦片处理情况对比表 （单位：担）

年份 进口到澳门
当地消费

（平均）

出口到澳大利亚和

三藩市的熟鸦片

由舢板出口到

中国港口

走私到中国

之估计数量

走私比重

（％）

１８８３ ９２９５２ ３６０ ２７７９２ １９６８０ ４１８８０ ４５

１８８４ ９１５６０ ３６０ ５７１２ ２２６３２ ５９６１６ ６５

１８８５ １０３９２０ ３６０ １７９０４ １７２８０ ６５１３６ ６３

　　资料来源：“Ｌａｐｐａ：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ＦａｒａｇｏｓＤｅｓｐａｔｃｈＮｏ２１ｏｆ２１ｓｔＭａｙ，１８８７，”Ｏｐｉｕｍ：Ｃｒｕｄｅａｎｄ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ｐ６９．

从表２我们可以看出，澳门每年走私的鸦片要远多于用民船运往中国口岸的鸦片，１８８５年甚至多
达３７６倍。１８８３—１８８５年间走私鸦片的比重平均每年为５７７％，并且其绝对数量每年也在增加。由
此可见，鸦片走私数量已经超过了合法进口的数量，走私反而成了鸦片交易的主流和常态。

从澳门走私到内地的不但有生鸦片，还有熟膏。在澳门从事鸦片生意的商人分为两类：一类为

贩运烟土之商，主要负责买卖生鸦片；一类为包卖烟膏之商，主要从事将生鸦片煮成熟膏然后供本

地或者供出口消费的生意。① １８９１年的拱北海关报告指出，澳门所生产的熟膏除由轮船运往广州、
香港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熟膏被走私者秘密地由陆路带到内地：

缘地方官曾据线工禀称，洋药一项除由轮船运至省城、香港不计外，有匪徒将澳门所制之

烟膏潜由陆路带至新会县之江门及新宁县属之新场、荻海，开平县属之长沙等埠，每月约有四

万至六万两之多。②

　　由此可见，由澳门熬制的烟膏走私进入内地的数量是极其惊人的，每月竟然有４—６万两之多，
即每年约３００—４５０担。线工③所提供的这些走私数字并非凭空乱造，因为其他的迹象亦可与之相
互印证：

本年底粤海常、洋各关，屡获私膏，盒上皆有澳门洋药公司图记。询之走私之人，据供系由

澳门绕越带至石歧，由石歧带至新宁，复由新宁带赴省城。观此则走私之众，信而有征矣。且

九龙一口，往各该埠所运洋药本年仅六百二十九担，较上年少至四百七十九担。其亦职是

故耳。④

　　走私者的供词和在九龙海关报关的鸦片数量的减少都为线工所称的情况提供了有力证据。鸦
片商所提供的信息也进一步证实了走私的盛行：

查悉走私匪党，每将澳门所煮烟膏由对面山绕越至内河西岸，再由陆路聚众三四十人，持

械护送至香山县属之石歧口，然后装载船只前往省城发售。曾据本口洋药商人禀称：烟膏一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光绪十五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１９４６）》，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光绪十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７册，京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版，第１０２—１０３页（均采用原书页码，下同）。其英文报告“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９１”称每月４０—６０箱，茅家琦等主
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７册，第５３０页。

“线工”亦称“线人”、“眼线”，即走私情报提供者。

《光绪十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７册，第１０３页。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项，除由进口各渡于咸鱼、萝酱料罐内夹带走漏不计外，每年匪众由陆路私运者不下三百箱云

云。查此数均系运赴省城。①

再者，根据粤海常关、新关屡次缉获的走私烟膏情况来看，烟膏盒上都有澳门洋药公司的标记，

根据这些编码信息也可以推断出鸦片走私之盛行。②

２从新加坡径运洋药至广东下四府（高州、雷州、琼州、廉州）。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
它在海洋贸易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新加坡港口就受到了英国皇家海军

保护，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鸦片贸易中心，“它也是可供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商人积聚财富而不用担

心土著首领掠夺的地方”。③ 因此，新加坡也成了印度鸦片运输到中国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据称：

华船自春末以至秋初，数月内由星嘉波装载洋药乘风顺抵海南沿岸，任便私起，总汇于琼

州府属之文昌县铺前地方囤积，然后分运西之北海、东之阳江等处私售。在阳江一埠，从前尚

无此项私烟，盖以本年为始。本年由星嘉波私运下府洋药约二千箱，较上年尤多四百箱。④

由此可知，新加坡运到广州的鸦片多是通过华船运输。刚开始时，从新加坡而来的洋药主要是

被运到雷州、琼州、廉州三府，后来则逐渐扩大到下四府及肇庆府，数量也逐渐增加。从新加坡运往

下四府等处的鸦片，１８９１年约有１６００箱，到１８９２年达到了２０００箱左右。⑤ 与此同时，经由拱北海
关运往下四府和肇庆府南部的鸦片却逐渐减少，经过琼州海关的外国鸦片数量与纳税后进入下四

府和肇庆府南部地区的鸦片总数量也在减少，如图１所示。
这种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受到从新加坡走私鸦片的影响，海关方面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１８９０年的拱北海关年度报告称：

贩往雷、琼、廉三府者，上年共五百二十七担，本年则减至四百二十三担。稽其减少之数，

多在夏令。盖夏令南风，舟行顺适，华船可径由新加坡装载洋药运赴该三府故也。⑥

次年的报告再次强调此问题：

惟运往高、廉、雷、琼下四府者，较之往年其数锐减。计前年共一千二百四担，上年共一千

一百四十九担，至本年仅八百六十六担。尝向各商详询其故，据称近有华船由星嘉波装载洋

药，迳行运至该四府销售等语。试就琼州、北海两口贸易情形册内详核轮船之运洋药抵该两埠

者，年少一年，可知各商所禀，自属实情。⑦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光绪十八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９册，第９９页。
“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９１，”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 １７册，第 ５３０—５３１页；

“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９２，”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９册，第５２７—５２８页。
〔澳〕卡尔·Ａ特洛基：《毒品上市：鸦片与东南亚华人，１７５０—１８８０》，（澳大利亚）《南方华裔研究杂志》第３卷，２００９年，

第２７３页。
《光绪十八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９册，第９９页。
“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９２，”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９册，第５２７页。
《光绪十六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６册，第９９页。
《光绪十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７册，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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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海关纳税后运往下四府等地鸦片数量递年减少

资料来源：“Ｌａｐｐａ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８７—９１，”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ｅｔｃ，ＰｏｒｔｓＯｐｅｎ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ｒｅ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Ｐｏｒ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１８８２—９１，ｐｐ５９３—５９４；“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ｓ，１８９１，Ｃｈｉｎａ，”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７册，第１３页；“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
１８９２，”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９册，第５２７—５２８页；“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
１９０１，”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３册，第１７页。

这种“直接从新加坡运来的鸦片的数量逐年增加”的现象无疑给拱北海关的税收带来了巨大

损失：

海关税收三年间总共下降了一千一百六十担，或者说减少超过三成多。这是因为直接从

新加坡运来的鸦片数量在逐年增加。这些走私鸦片在人烟稀少之地上岸，偷漏关税。如果继

续以现在的速度下降，七八年后上述地区就再也没有应税鸦片来报关了，这意味着国家和省财

政要蒙受损失。这种情况是如此严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来结束这种非法私运。①

从新加坡径运鸦片到广东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拱北海关的税厘收入，而且也使纳税过关销

往下四府等地的鸦片“受其牵制，滞碍难销”：

本年由星嘉波私运下府洋药约二千箱，较上年尤多四百箱。商等不知其故，仍运洋药至

彼，讵意受其牵制，滞碍难销，以后不欲复行运往等情。查核所禀各情，甚为明显，若不就此时

令往来星嘉波各华船比照轮船一律报纳税厘，恐数年之内，粤省西南一带私烟充斥，而照例完

饷者反为所阻，则税课愈形短绌矣。②

由此可见，从新加坡走私运来的鸦片也使那些在海关纳过税的鸦片商蒙受不少损失，影响了其

“正常贸易”。随后不久，情况略有改观。从拱北海关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径运鸦片到广

７０１

①

②

译自 “Ｌａｐｐａ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８７—９１，”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ｅｔｃ，ＰｏｒｔｓＯｐｅｎ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ｒｅ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Ｐｏｒ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１８８２—９１，ｐｐ５９３—５９４。

《光绪十八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９册，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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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对拱北海关鸦片税厘收入的影响从１８９３年开始减弱，１８９５年之后的海关报告中已经很少再提
及其影响了。①

３从香港运到广州湾再走私到内地。从开埠到１９世纪末期，作为外国鸦片进入中国的最重
要的集散地，香港一直是传统的鸦片走私大本营（此阶段走私情况详后）。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１６日，中
法两国签订了《广州湾租借条约》，将广州湾划为法国租借地，租借期９９年。１９００年２月２９日，清
廷正式批准该条约。② 法国殖民者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遂把广州湾辟为自由港，实行进出口免税

政策。这种免税措施很快就使广州湾成为了诸多商品的集散地，这同样为香港的鸦片走私带来了

极大便利，不少商人乘机大肆活动。③

据澳门洋药商人称，由广州湾运入内地销售的鸦片比经过拱北关缴纳税厘运到内地的鸦片每

斤可便宜１元。④ 因此，广州湾开放以后，以前由华船运输的、在拱北海关马骝州等厂缴纳税厘的
鸦片则多改由轮船从香港直接运到广州湾，然后再由广州湾走私到内地。１９０２年拱北海关税务
司称：

自从１９００年年初起，出现大量装运鸦片的现象已报请广东巡抚和总税务司署注意。无可
置疑，运往广州湾的鸦片有９５％是从那儿走私进中国国境的。可能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始
终无法采取措施制止这一走私。⑤

受到广州湾鸦片走私的影响，经过拱北海关纳税的鸦片总量骤减。１９００年的拱北海关报告
指出：

所有专由澳门购买洋药之埠，本年销售略增；惟可以由广州湾转运之埠，均行锐减。如新

宁则少三百二十七担，开平则少一百四十八担，高州府则少八十一担，阳江厅则少四十四担，雷

州府则少五十担。总计以上五处，所少者已逾六百三十九担之数矣。本年下半年由香港直抵

广州湾之洋药多至五百九十二担，其必由该处往邻近内地私售无疑。由此推之，本年洋药私运

内地，至少亦有一千担，以致国课短征约十七万元之谱。⑥

次年，专由澳门购买洋药的地方，销售仍略有增长，但是“惟可由广州湾转运之埠，递形减少”，

如开平少１５１担，阳江少３６担，高州府少４４担，雷州府少１９担，以上总计比１９００年少２５０担。⑦

通过拱北海关缴纳税厘后进入内地的鸦片总数量不断下降，而与此同时，从香港直接运入广州湾的

鸦片数量却不断增长，如图２所示。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９２，”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１９册，第５２７页；“Ｌａｐｐａ
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９３，”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２１册，第５２８页。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１册，第９３０—９３１页。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晚清时期广州湾尚未见有鸦片专营公司出现。１９２８年三有公司成立，该公司为广州湾地区的制作、

经销、贩运、走私鸦片的专营公司。参见蔡大光《广州湾“三有公司”》，政协广东省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湛江文

史资料》第９辑，１９９０年编印，第７５—８０页。
“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２，”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６册，第６９２页。
《离任税务司柯尔乐给新任税务司穆好士的移交备忘录》（１９０２年８月１２日），《拱北关史料集》，第４１２页。
《光绪二十六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１９４６）》，第２０８页。
“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１，”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４册，第６０８页；《光绪二十

七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４册，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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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００—１９０５年从香港运入广州湾的鸦片与经拱北海关进入内地的鸦片对比

资料来源：“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９９，”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０册，第６４２页；
“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０，”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 ３２册，第 ６２８页；“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１，”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４册，第６０７—６０８页；“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
Ｙｅａｒ１９０２，”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６册，第６９１—６９２页；“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３，”茅
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８册，第７４６页；“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４，”茅家琦等主编：《中国
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４０册，第８０２页；“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５，”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
１９４８）》第４１册，第４４８页。

　　根据皮尔逊相关系数（Ｐｅａｒｓｏｎ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公式计算可知，１９００—１９０５年间香港运入广州
湾的鸦片数量与拱北海关纳税鸦片数量值为－０８８，表示二者有极高的负相关性，构成此消彼长的关系。
鸦片和其他货物直接由香港运输到广州湾而不在海关纳税，引起的直接后果就是海关税收的锐减：

法国在广州湾开埠，轮船可径由香港载运大帮洋药与各色洋货，直抵该处辗转发售。因本

关向只抽收华船货物税厘，故所有改由洋轮之货，概不列册，随形减少……其大帮洋药与洋货

由港载往广州湾，复由该处转运邻近内地，无须输饷，故本关税项大见亏短……本年洋药私运

内地，至少亦有一千担，以致国课短征约十七万元之谱。①

由此可见，从香港直接运至广州湾的鸦片日渐增多，从而导致拱北海关的鸦片税厘“大见亏

短”。② 然而，面对因广州湾竞争而导致的鸦片税厘下降的事实，拱北海关除了抱怨之外③，似乎并

没有其他更好的措施，最后不得不发出“由广州湾私运洋药往迤西一带终难尽绝耳”的感慨。④ 之

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从香港运往广州湾的鸦片所用的是轮船，拱北海关无权对其征税。⑤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光绪二十六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１８８７—１９４６）》，第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８
页。

“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０，”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２册，第６２５页。
“在广州湾运售洋药，仍系奸狡华商”，见《光绪二十八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

（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６册，第８９页；“其较为减少者，实皆为广州湾所夺”，见《光绪二十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等
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８册，第９１页。

《光绪三十四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４８册，第１０７页。
“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ｔｕｒｎｓ，１９０６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４３册，第４５０页；

《离任税务司柯尔乐给新任税务司穆好士的移交备忘录》（１９０２年８月１２日），《拱北关史料集》，第４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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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拱北海关却有权打击那些私自卸运鸦片的行为，例如，１９０１年５月拱北海关就缉获一艘未到
达广州湾之前就在沿海一带私卸洋药的小轮船。①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广州湾的开放始终是

影响拱北海关鸦片税厘的重要一环。

除了这三条走私路线外，还有其他的走私途径。比如，惠州—东江的主要贸易中心，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鸦片走私中转站。有一部分鸦片会从九龙直接由陆路走私到达惠州，并转运进入东江

流域，因为鸦片在这里只付战争税。收税后征税人员会给鸦片盖上戳记，但是这些戳记却并不被新

关所认可，因为新关会把这种只缴纳少量战争税的鸦片视作走私品而将其没收。② １８７８年的粤海
关报告称，“据估计运往惠州大片地区的约７０％的鸦片，海关没有得到丝毫税收”。③ 再如，开平水
口也是一个重要的鸦片中转地。鸦片运到水口后，再被运到河流上游，供应附近各地，还有一部分

被直接运到河流源头，然后经陆地，最后从肇庆府进入西江，这样刚好越过了位于它下方约７英里
处的最后一个税卡。如果偷运成功，每担可逃税８４２两。④

二、扑朔迷离的鸦片走私数量

由于走私都是在极其隐秘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很难统计出走私的具体数额，而只能通过海关

资料中零星提到的信息来归纳和推测。

表３　广东省与全国鸦片走私情况对比 （单位：担）

年份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 １８６９

广东走私数量 １９１１０ ２１３９３ １４６００ １２６５０

全国走私量 — ２０３９０ １６８３４ ３２６５２

　　资料来源：《１８６４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６页；《１８６５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１４

页；《１８６６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 ２４页；《１８６９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 ６０页；

Ｒｅｔｕｒｎ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ｔ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Ｐｏｒ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７２Ｐａｒｔ１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ｓ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１８６４ｔｏ１８７２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ｕｓｔｏｍｓＰｒｅｓｓ，１８７３），ｐ１３．

从表３可见，粤海新关估计这４年广东每年的鸦片走私量平均为１６９３８担。笔者认为这些估
计明显偏高。以１８６５年为例，该年进口到香港的鸦片总量为７６５２３担，通过海关纳税输往中国沿
海各口岸的鸦片总量为５６１３３担，另外还有一些鸦片输往澳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所以全国范
围内的鸦片走私量应该不会超过２０３９０担。⑤ 但是，１８６５年估计的广东境内的鸦片走私量却为
２１３９３担，远超过全国范围内可能的走私量，可见粤海关所宣称的数额偏高。之所以会出现高估的
情况，其原因可能是粤海新关将通过常关纳税后进入广东的鸦片也视为走私。李鸿章在其奏折中

便认为不经过新关的这些民船从事的是走私活动：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ａｐｐａ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９０１，”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１８５９—１９４８）》第３４册，第６０８页。
《１８７４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１１３页。
《１８７８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２３１页。
《１８７４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１１４页。
Ｒｅｔｕｒｎ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ｔ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Ｐｏｒ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８７２Ｐａｒｔ１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ｓ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

１８６４ｔｏ１８７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ｕｓｔｏｎｓＰｒｅｓｓ，１８７３），ｐ１３．



马光 ／１８５８—１９１１年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与缉私

实计每年香港私销洋药二万数千箱，除分运新嘉坡、旧金山各埠外，余皆不经新关，不收税

厘，而由沿海各项民船鱼艇零星潜运内地，且多不入有关卡之正口。①

粤海新关和李鸿章等人如此界定走私并非毫无根据，因为１８５８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
则》规定，鸦片只能用轮船运输到通商口岸区域，而华船不能参与这项贸易。② 所以，据此规定，粤

海新关认为用华船运输鸦片通过常关纳税后进入内地的做法就是走私。

但是，另一方面，从广东地方政府方面来讲，这又是合乎地方利益的，因为从１８６６年起两广总
督就已经允许鸦片在常关纳税进口。因此，对走私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走私数量估计的巨大差异。

如果不把经过常关进口的鸦片视为走私的话，那么实际每年的走私量可能只有３０００担左右，而非
约２万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份海关报告中看出。粤海新关主管缉私副税务司博郎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的报告涉及１８７１年香港鸦片出口情况，如表４所示。按照博郎的观点，如果不把通
过常关进入广东的鸦片视为走私的话，那么通过走私进入广东的外国鸦片数量实际可能只有

１８４８—４８４８担。

表４　１８７１年香港鸦片出口情况 （单位：担）

香港鸦片出口量 ８８７３０

中国其他口岸的鸦片进口量 ５９７６５

由香港出口到加利福尼亚的鸦片数量 １５５０

由香港出口到澳门的鸦片数量 １１５６７

通过华船运进中国内地的鸦片量 ７０００—８０００

通过华船运到中国沿海各口岸的鸦片量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未纳税进入广东的鸦片走私量 １８４８—４８４８

　　资料来源：《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７０—７１页。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１８７５年。该年除去经新关进入中国口岸的鸦片外，香港还存有２１６７０担
鸦片，这其中包含粤海关监督报告称经过常关的鸦片１０８１３担，在香港熬制的用于当地消费和出口
的鸦片，再加上从香港出口到非中国地区的生鸦片约７５００担，那么剩余的不明去向的鸦片约有
３３５７担，故鸦片走私总量应该不会超过这个数量。③

上述两例中提到在常关报关纳税的鸦片数量需要再行考究。通常情况下，常关的税收情况并

不像新关那样公开，正如粤海关报告中所言：“常关方面非常警惕，对该处的贸易情况讳莫如深，习

惯于每晚把香港华船的舱单连同其完税底根全部焚烧，从而对实际税收数字予以保密。”④据目前

收集到的有限资料得知，同治七年、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这４年汲水门等６个常关（新香六厂）的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李鸿章：《遵议鸦片厘税事宜折》（光绪七年六月十六日，１８８１年７月１１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９册，
“奏议九”，第３９４页。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１册，第１１６页。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ｏｆＯｐｉｕ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Ｇｏｏｄｓ，ｐｐⅧⅨ，６６．
《１８７４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１１５页。汪瑞炯亦提及常关资料难觅。参见ＷＳＫＷａｕｎｇ，“Ｎｏ

Ｒｅｃｏｒ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ｒｉｆｆＤｕｔｉｅｓａｎｄＬｉｋｉｎａｔ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ｅｉｔｈｅ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ｒｔｈｅＨｏｐｐｏｉ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ＯｐｉｕｍａｎｄＳｉｎｏＢｒｉｔｉｓ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８５８—１８８７（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ｕｎｇＭｅ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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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税厘收入分别约为：２６７５０两、１６８７９５两、１７０３５８两、１８７０７０两。① 同治七年的几个常关鸦片
税厘“除局用巡船经费外”尚有２６７５０两，故其实收总量肯定比此更多。② 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这
３年仅汲水门等６个常关的鸦片税银平均每年高达１７５万两，若加上粤省境内其他常关的话，推
断要远高于此值。１８８７年之前常关鸦片税按每担３０两计算，则每年有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担鸦片经过常
关的情况应属正常。故从以上分析来看，上述两个例子中提及的经过常关的鸦片数量应该具有较

强的可信度。

然而，上述粤海关报告所估计的１８７１年鸦片走私量中有一个致命错误。正如前文已经指出
的，进入澳门的鸦片约有５７７％是通过走私进入中国内地的，但是在这个评估中显然并未将澳门的
走私量纳入到考虑因素中。若将之纳入，则实际的走私量可能高达４８４８＋１１５６７×５７５％＝１１５２２担，
走私比重高达１３％。若再加上从新加坡等地直接运到广东地区的鸦片，则走私比例更高。

三、鸦片走私的参与者和组织形式

１８５８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鸦片只能用轮船运输到通商口岸区域，而华船
（民船）不能参与这项贸易。③ 然而这条规定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事实上，华船是鸦片走私的主要

运输方式，粤港澳当地的华人则是鸦片走私的主要参与者。④ “洋药物小价贵，偷漏难防，其自香港

运入粤境，亦非外洋船只，都系各乡村渡船、渔船或贩私盐船”⑤，珠江三角洲水网如织，河流岔口甚

多，这无疑也给华船贸易带来了巨大便利。珠三角地区分布着众多小市镇，而这些小市镇又可以直

接与港澳进行贸易往来，海关要想对其进行监管、征税着实不易，故通过华船进行的鸦片走私十分

盛行。⑥ 用来进行鸦片走私的华船往往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改装，外表看起来与普通船无异，只是

其武器配备要比普通船优越，以便用来反抗海关的缉私。⑦ 用于走私的华船有大有小，大船可载重

１８００—３０００担，常配备８门炮、１５杆滑膛枪、１０支长矛和１５担弹药，可载２０多人。有些小船只能
载重３００担，更小的船只有２５—６０担，但同样可以载运不少鸦片，主要运往东莞等地。还有一种蛇
船，常配备１８杆滑膛枪、１０支长矛、１５把手枪，无加农炮，可载１０—１８人，每次可装１０—２０包，每
包有１０球鸦片，每周可往返一次。⑧

走私者从香港购买或从大鸦片商那里获得鸦片之后，会将这些鸦片暂时储存在仓库或棚屋内，

然后派人出外探风，看沿岸有没有海关缉私人员，确保安全之后他们才出发。他们遇到香港警察盘

２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两广总督瑞麟等奏报试办洋药总抽厘金已著成效折》（同治八年十月初一日，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３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页；《粤海关
监督长有奏报接收盘查关库现存银两数目相符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山市档案局（馆）、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２２页；《粤海关监督长有奏为补报光绪十一年分粤海关收
支常税数目折》（光绪十四年六月初六日，１８８８年７月１４日），中山市档案局（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
第８２６—８２７页。

有关汲水门等常关的设置、税收与缉私可参见拙文《晚清珠三角地区鸦片贸易、走私与缉私———以新香六厂为个案研究

（１８６６—１８９９）》，《澳门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１册，第１１６页。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ｏｆＯｐｉｕ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Ｇｏｏｄｓ，ｐｐⅦⅧ．
夏燮：《中西纪事》第１８卷，岳麓书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３６页。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８６６，Ｃａｎｔｏｎ，ｐｐ１０９－１１０，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１８４０—１８９５）》第２册，第

１０７７页。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ｏｆＯｐｉｕ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Ｇｏｏｄｓ，ｐｐ１，１４．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ｆｒｏｍ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ｏｆＯｐｉｕ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Ｇｏｏｄｓ，ｐｐ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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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时通常都会声称鸦片是从文咸街（ＢｏｎｈａｍＳｔｒａｎｄ）或乍畏街（ＪｅｒｖｏｉｓＳｔｒｅｅｔ）的中国商行买来，如
此警察便不会再行过多盘问。① 即使警察知道这些鸦片很多都会走私到内地，他们也不会过问这

些鸦片的去向，更不会拦截。事实上，有时候走私者并不忌讳当面告诉警察他们会将鸦片走私到内

地，因为他们知道“自由港”的警察并不会干涉此事。② 有时，香港的鸦片包税商会专门雇用人员来

负责和警察方面接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贿赂和收买警察，以便为其走私大开绿灯。③ 尽管

香港对携带的鸦片并不征税，但是交易者需在港口报单，此时他们会十分谨慎———通常都是少报或

不报，以防止被中国派去的密探查访到。走私者通常是结队而行，几乎每人都携带有滑膛枪或左轮

手枪等武器，然后用船将这些鸦片走私到内地。④ 他们常用长长的蓝色棉布袋来装鸦片，每个袋子

可装１０—１４球鸦片。⑤ 据一个走私者称，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２日他从坪山来到香港，次日夕阳西下后他
携带了５球公班土和２块白皮土先到了油麻地，晚上１１点左右到了一个叫 Ｔｓ′ｏｐ′ａｉｔｓａｉ的地方，这
是一个重要的会合地点，有另外六七十个走私者也都在这里。中途他们遇到了中国海关的缉私员，

但是凭借武器和人数众多的优势他们得以顺利逃回到作为“英国领地”的香港，缉私员只得停止追

捕，因为根据当时的条约，中国海关缉私船不能进入香港领域缉私。三天后，他成功地将鸦片走私

到惠阳。有时，走私者接到前方探风者的报信或看到形势不利时就会半途折返回香港躲避风头。⑥

走私者通常有分工合作，例如１００人的走私队伍遇到海关缉私船时，会有４０人负责将鸦片转移走，
其余则负责与海关对抗，以确保将损失降到最低。⑦

除了这些职业走私者外，还有一些经常往来于内地和香港的贩卖牛、猪、家禽的小商贩也会参

与走私。他们用小船将牛、猪等贩到香港出售之后，再用这些钱来买鸦片，然后将其走私到内地，如

此便可获取双倍的利润。⑧

通常情况下，走私者都能获得丰厚的报酬。成功走私１球鸦片常可获得１元的报酬；若虽遇海
关缉查却成功将鸦片带到指定地点的话，将会获得２元的报酬。走私者每次可携带若干球，每周可
往返两次，而当时海关缉私员每月的工资不过５０元左右，１元可买３００—４００斤盐，故其报酬是相
当高的。⑨

除华船之外，轮船也是鸦片走私的重要交通工具。轮船又分为江轮和海轮，前者经常往来于粤

港澳三地，后者常沿海岸航行，江轮是二者中主要的走私交通工具。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间迫于海关缉
私的严峻形势，从江轮上丢包到水中然后由小船来接应的鸦片走私方式越来越流行。这些小船上

所雇佣的走私者都是附近的当地人，故其运输鸦片不易被觉察。瑏瑠 １８７１年粤海关代理税务司包腊
（ＥＣＢｏｗｒａ）称，广州地区鸦片走私的方式多种多样，而将鸦片从虎门航行到广州的江轮上丢包
到水中的方式最为盛行。瑏瑡 最初走私者依靠这种方式每月可走私１５０—２００箱，但随着海关监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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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私力度的加大，到１８７４年前后已经降到了每月６０箱，其中从香港至广州每月往返２６趟的两艘
轮船“九江”号和“金山”号至少占５２箱，澳门的“士迫”号轮船约占８箱。① 为了顺利走私鸦片，走
私者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将鸦片藏匿于船上的各个地方：

轮船的每一部分似乎都由船上的水手作了安排布置，用于藏匿鸦片。锅炉底下的煤仓、煤

灰堆以及炉膛口的铁板底下是适宜的藏匿之处，整艘船内能够避免查出的每一个洞和每一道

缝隙都被利用上了；支撑机器和通道的空心铁梁和铁柱，明轮壳（明轮上部的木盖）、警卫室、

客厅、客房及客货舱的底下，所有每一个地方，都通常用以藏匿鸦片。船上梁柱有时被挖空，手

法巧妙；船上的抽屉曾发现有夹层，水桶的双层底也被伪装起来。②

有一次，海关查获一个多年来一直用于藏匿鸦片的大时钟。但奇怪的是，若问及轮船公司的船

主、船员、轮机员或公司的股东和经理等人，他们都会回答“完全不知道”③，这显然不合常理。事实

上，当海关要求轮船公司采取措施防止走私时，轮船公司往往阳奉阴违，表面上承诺会积极配合而背

地里却包庇船员走私。为了应付海关，他们有时会象征性地上交少量的盐和硝石，但是几乎从来没有

主动给海关提供过走私信息，也没有主动检查船上正在运输的货物并将查到的走私品交给海关。④

随着形势的发展，从江轮丢包走私鸦片的方式越来越巧妙：在轮船离开香港前，走私者把鸦片

装进特制的防水袋内，每袋装５—１０个鸦片球，然后再把这些袋子绑在船尾的防护板下。当到达黄
埔附近的约定地点时，一有讯号，走私者就毫不掩饰地将这些袋子从舷梯和客房的窗口抛入水中。

然后，一只只小艇就会从岸边驶来，将袋捞起后再秘密运进广州等地。在缉私不紧、形势对走私有

利的时候，他们一次就能运输３—４箱的鸦片。等船靠岸后，这些走私者就将扁形或半个鸦片球束
在腰带里，然后趁着天黑偷偷地将鸦片带上岸，直奔香港老板交代的广州某家商店而去。如果成功

完成走私任务，他将获得每球１元的报酬；如果鸦片被缉获，他却不需要赔偿———这些损失算作老
板的。这些替香港老板偷运鸦片的水手或火夫很少被抓到，一般都能将鸦片送到指定的地点。据

说，这一“行业”的信誉度和忠诚度很高，即使走私代理人偶尔有盗用的行为，照例也是追究货主而

不需要他们来赔偿。⑤

江轮之所以成为鸦片走私的重要运输工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受到外国领事裁判权的保

护。因轮船上多有外国人，海关人员若是没有外国领事馆发放的搜捕差票而贸然登船捉拿走私者

的话，是有违当时的规定的：“税务司亲往士迫轮船勒令交人系违各国条例，若无英领事官差票自

不能前往有英国旗帜之船查拿人等。”⑥但当缉私人员向外国领事馆索要差票时，领事官便会以种

种理由来推托：

本领事官查该火船若有中国人走私，惟俟其夹带私货上岸至内地时再行截拿，中国官差不

４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ｏ１０５ｏｆ１８７４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Ｏｐｉｕｍ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Ｉｔ，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Ｒｅｖｅｎｕ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ａｔＣａｎｔ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Ｄｅｓｐａｔｃｈｅｓ，Ｅｔｃ，１８７１—８５，ｐ２１．

《１８７７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１８６页。
《１８７７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１８６页。
“Ｎｏ１７０ｏｆ１８８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ｆｉｓ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ｔｅａｍｅｒｓ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ａｎｙ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ｔｏＪｕｎｅ１８８３，”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ａｔＣａｎｔ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Ｄｅｓｐａｔｃｈｅｓ，Ｅｔｃ，１８７１—８５，ｐｐ８６—８７．
《１８７７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１８６—１８７页。
“Ｎｏ４３ｏｆ１８７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ｅｉｚｕｒｅｏｆＯｐｉｕｍｏｎｓｓＳｐａｒｋ，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ｎｓｕ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ａｔＣａｎｔ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Ｄｅｓｐａｔｃｈｅｓ，Ｅｔｃ，１８７１—８５，ｐ１３．



马光 ／１８５８—１９１１年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与缉私

便持本领事官差票上英国船捉拿船内人等。倘伊等所带私货或不起卸上岸，抑有别故，只可访

查带私之人姓名，密致本领事官，当可票饬本国巡差前往拘传到案讯明，委有走私情弊分别核

办。至缮发票送往尊处一节，似属难行也。①

缉私人员获取线人的情报后，时间通常比较紧迫，若每次均需向外国领事馆索要差票的话无疑

十分不利。同时，按照条约规定，凡是洋轮每次进入粤省都需经过海关查验，但是因为从香港和澳

门来的这几艘轮船几乎日日往返于广州与港澳两地，故中国海关予以其特惠权，让其不必每次都来

广州查验。这使得这些轮船免却了不少例行查验手续。② 因这两点，经常从港澳往返广州的这几

艘轮船从事鸦片走私也就见怪不怪。

海轮并不经常往来于粤港澳三地而是沿海岸航行，其停留在香港的时间较短，往往来不及安排

鸦片走私，故走私机会不如江轮多，但是其走私量却颇为可观。海轮走私的机会常取决于其在香港

停留的时间，若能多停留１个小时，那么走私者就有较多的时间来雇佣苦力将鸦片运上船交给船员
或其他人，然后再带到广州。③ 因海轮航行时间不像江轮那样有规律，这就给海关缉私带来了不少

麻烦。为了赶往海轮停靠处缉私，有时海关关员不得不从远处赶去，这就大大降低了缉私效率。从

１８８３年上半年的缉私情况看，海关从７艘江轮上缉获的鸦片约占７０％，而从８艘海轮上缉获的约
占３０％。④ 这个事实也印证了海轮缉私的不易。

从事大规模走私鸦片的商人通常都拥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凭借这些资源，他们能够策划极其

严密的走私行动。走私商对自己的走私组织很有信心，以至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将这些价值不菲的

鸦片交给代理人———船上的水手、火夫和邮差等人去做。那些经常来往于港澳和广州之间的江轮

上的水手、火夫和一些广州快邮部门的邮差是从事鸦片走私活动的一个重要群体，甚至一些妇女也

被雇来参与走私。他们表面上是船舶公司的雇员，但实际都为一家或多家走私商服务。他们之所

以兼职这份差事，主要还是受到丰厚报酬的驱使。他们从鸦片走私中具体能获取多少额外收入尚

不得而知，但是从海关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份额外收入要比正常的工资高出不少。⑤

从海关缉私报告中可以看到，轮船的华人雇员是鸦片走私最主要的具体参与者。１８８２年在海关缉
获的走私物品中，华人雇员所参与的走私占总额的６４８７％，１８８３年上半年这个比例升到了７４７２％。⑥

鸦片走私方面，１８８３年上半年海关共缉获走私鸦片１２９１００２海关两，其中从华人雇员中缉获的为
１０７４３４８海关两，比重高达８３２１％。⑦ 虽然走私的具体操作者是华人，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就此认
为外国人没有参与走私。事实上，外商往往是幕后操纵走私的老板，而华人只不过是其雇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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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外商常常并不亲自去走私，而是雇用广东人来代理，广东人比中国北方人胆大得

多。中国当局对于这些中国的走私者是无能为力的，这些走私者有船队供其驱使，每只船装载

７０人至１００人，完善地装备着大口径的炮（从香港得来，海盗和走私者在香港获得最好的枪炮
和弹药供应）。所以香港外商商会希望缉私工作由中国当局处理，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当局是

无能为力的。①

由此可见，外商常以幕后老板身份参与走私活动，相比华人更为隐蔽，并非像香港一份调查报

告中所声称的外国人没有参与走私活动。②

香港当局对于鸦片走私的包庇和纵容也是导致鸦片走私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香港实行鸦片

包税制期间，鸦片包税商若想保证每年向政府交纳巨额承包金之后还有利可图，就必须把分配给他

的生鸦片总数的７５％走私到中国。若承包商的走私途径不能畅通的话，势必会影响其生意，进而
影响到政府的财政税收。因此，香港当局对于鸦片走私的包庇和纵容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下面

一个案例充分暴露了香港当局对待走私的态度。１８９４年６月６日晚上，香港水上警察查获了正在
被非法搬运到一艘未编号船只上的属于包税商的４箱鸦片。此案经法庭审理后，包税商被处以
２５０元罚款，其鸦片也被没收。包税商后来上诉至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拒不受理，责令其缴纳诉
讼费并维持了原判。但最后令人称奇的是，这４箱被没收的鸦片却于８月１３日早晨奉香港总督之
令发还给了包税商。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香港当局在处理鸦片走私事件上的立场。③

走私参与者中常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就是与商人互相串通走私的中国政府官员。官员参与鸦片走私

并非新鲜事，鸦片战争前就多有官商勾结走私鸦片的案件发生，江海新关成立初期鸦片竟然能在海关官

员面前公然通过，而且是“唯一不受检查的进口货品”。在广州，外国船只把鸦片运到城镇之后就由官船

来提卸。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官船忙于战事，故鸦片转由小汽艇提卸，但是需要缴纳规费，而这些规费都落

入官吏私囊。④ 据英国国会文件报告，海关官吏自道台以下对走私活动都视若无睹，而且还“和逃

漏国税的不老实商人们，勾结串通，从中取利”。⑤ 外国商人和腐败的广州海关官员相互勾结，共同

创造出了一整套的走私方法和种种偷漏的诡计来逃避国家税收。⑥ 官员熟知缉私方式，又能利用

自己的特殊身份来规避缉私，“更有官设保私之巡船”⑦，故使得缉私难上加难。

四、广东地方政府和海关当局的缉私

广东沿海猖獗的鸦片走私活动严重影响了广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此，广东政府先后在

东江之面沙、石龙，西江之四会、后沥、大洲、河口、马口，北江之芦苞、韶州、东西关、沙西尾等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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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厂，抽收盐货厘金并附带抽收鸦片厘金，但效果并不理想。①

１８６６年，两广总督瑞麟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缓解内外压力，遂对旧有的鸦片贸易秩序进行整
顿和改革。“查禁走私既难奏效，官方便力图置诸合法地位，以便管辖”②，于是从１１月开始，他不但
允许本地民船载运鸦片到东莞、新会、顺德、香山和开平等地，而且还保证这些民船在缴纳一定数额的

厘金之后就可以行销内地，不会再被征收其他税银。③ 而在此以前，这些地区并不允许用华船运送鸦

片，并且所有被运进的鸦片都是由粤海关来统计。这种措施在实施一年后效果显著，当年就为广东省

增加了１８９８２５两的收入。④ １８６７年，常关又分别在石龙、陈村、江门设立分卡，以便对运到西海岸
和东海岸各地的鸦片征税，新设立的这些分卡征收的鸦片税率非常低，即使包括进口税和战争税在

内，每箱鸦片征税也只有３８４两，比在广州收取的６１６４两少了２３２４两。⑤ 但是“这种温和的治
标之举不足以能阻止根深蒂固而且遍布广泛的走私”⑥，“走私并没有减少”⑦，形势依然严峻。为

此，１８６８年２月２８日，瑞麟委派彭玉与澳门总督筹议设立抽收洋药厘金总厂问题，他在照会中称：

照得粤东沿海等处，洋药厘金，每多走私。查洋药来自各国，屯集于香港、澳门。本部堂现

拟于香港、澳门附近海口，择要设立总厂，派委署大鹏协副将彭玉，会同文武员弁抽收洋药出口

厘金……现派彭副将玉前来与贵理事官面订办理，务希酌定见覆，以便开办。⑧

　　同时，瑞麟宣称鸦片商在总厂缴纳厘金取得印票印花后再经过其他各处厘卡时只需要出示验
票就可以获得通行，“均毋庸再抽厘金，以杜走漏而免纷扰”。尽管其设想受到了港澳当局的反对，

瑞麟依然坚定执行其计划。１８６８年７月，在分别通知英国驻广州领事鲁克·罗伯逊爵士（Ｂｒｏｏｋｅ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港英政府以及澳葡当局之后⑨，瑞麟便在“新安、香山两县属海口地方分段设厂，以九龙
寨为总厂，以汲水门、佛头洲、沙田、渡口、长洲、榕树湾、前山、石角、关闸九处为分厂，并派拨轮船巡

艇常川驻扎，梭织巡查”。瑏瑠 在罗伯逊的协助下，瑞麟又从英国购买了小型炮艇，新组建成一支由７
艘小型汽轮炮艇组成的缉私巡逻队，不断在香港外海、中国洋面的三个要道———东边的鲤鱼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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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汲水门、北边的九龙城和澳门附近海面，对往来香港、澳门与广东沿海的中国船只实行截停检

查。由于缉私行动给盘踞在香港的中外鸦片商和香港当局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影响，故他们宣称中

国巡船的行动是对香港的军事封锁。所谓的“封锁香港”问题由此而来。① 根据粤海新关的报告，

这些关卡的建立及其实行的打击走私措施对鸦片走私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② １８８１年，常关还
实行了奖罚分明的措施，规定若缉私不力将遭受惩罚，若缉私有功则重赏：缉私所得收入的一半归

线工，三成归缉私船，剩余的两成则入库。当年８月和９月曾多次缉获大批鸦片，如在青州、下蟯
口、龙穴等处就分别缉获了１０５球、２１０球、２００球鸦片。③

鸦片走私同样也给新关的税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促使海关加大缉私力度。通常情况下，普通

贸易船都会携带一些武器来防御海盗，而走私船所配备的武器比普通船要优良，有时还装配有小型

火炮，走私者随身携带有滑膛枪、来复枪、手枪等武器，人数有时过百，故其武装力量不可小觑。④

鸦片走私者有时还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联合起来组成专门的武装走私公司，凭借强大的武器和地

方官员的保护，即使遇到海关缉私船，他们也不畏惧，甚至和缉私人员进行武力对抗。⑤ 例如，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间，东莞县和番禺县就发生了多起鸦片走私船抗拒海关缉捕、击伤关员的事件。
１８６５年，黄埔分卡的一艘缉私船遭到走私船的炮击，走私船得以逃脱。⑥ １８７３年９月，缉私员侦查
得知有一艘装运有１００箱鸦片的走私船正在海上行驶，遂急忙派遣多只炮船前往截堵。遇到缉私
船后，走私船并不畏惧，竟用大炮予以还击。最终，走私船凭借自己先进的武装配备得以逃脱。⑦

有时海关方面还会发生伤亡事件，如１８７９年５月双方发生激战，海关有３人被击中身亡。⑧ １８８２
年９月２１日早晨６点半，中国海关在离香港茶果岭不远的海域发现了３艘走私船，船上有２０６６球
鸦片和１３０多个武装人员，双方遂发生激战，海关方面１死２伤。⑨ 但总体来讲，海关缉私船配置
的武器比较先进，其中不乏格林机关枪、大炮等重武器，因此才有可能在人数不如走私者时成功抓

获对方。１８７６年７艘走私盐船遇到了海关缉私船的拦截，经过激战，结果其中４艘被俘，３艘被击
沉，走私者最后只得狼狈地逃到香港油麻地。瑏瑠 上述的茶果岭事件中，海关虽然只有约５０人，不及
对方人数一半，但最终还是凭借武器优势成功俘获多名走私者。瑏瑡 通常情况下，海关对这些走私者

不会穷追猛打，他们往往更关心的是如何能将走私船缉获。瑏瑢

如前所述，１８７１年粤海关代理税务司包腊指出将鸦片从江轮上丢包到水中的走私方式最为盛
行。为此，关员向包腊建议采取多种方法，如派遣关员跟船监督，使旅客在虎门登船，派小汽船跟踪

江轮等，但均被他一一否决。为此，包腊建议在川碑和淡水河附近分别布置两只巡逻船，如此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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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封锁香港”问题可参考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５１２—５１３页；ＷＳＫＷａｕ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Ｏｐｉｕｍ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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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４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报告汇集》，第１１５页。
广州海关编志办公室编：《广州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６４页。
《广东私土船拒捕脱逃》，《申报》，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５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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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船可以相互接应防止走私。布置巡逻船和雇佣船员等只需不超过６００元的费用，而增加的鸦片
税收可能百倍于此。① １８７４年，赫德在税收备忘录中要求粤海新关详查从江轮上走私鸦片一事，副
税务司博郎在答复文件中建议再购买两艘快艇和增加若干缉私人员来防止走私，而缉私成本除购

买两艘小舢板船所需２８０元外，每月还需要花费９６０元；至于收益，若每月迫使６５箱鸦片改由在新
关纳税的话，则收入可达２３４０海关两，这无疑会提高海关总收益。但是博郎同时却又指出，这只是
一厢情愿的乐观假设。事实上，即使增设了快艇和缉私人员，新关最终可能每月只能多收取５箱的
鸦片税，而常关则会多收取８—１０箱的鸦片税，其余的还会被华船从其他途径走私到广州。因此，
博郎建议，若想取得实效，则必须将从海上来的华船同样纳入缉私范围，若只稽查江轮，税收依然得

不到保证。②

为获取更多的走私情报，粤海关雇佣了很多线工。这些线工很多都是在码头工作的普通工人，

他们非常熟悉码头的一举一动，又不易引起觉察，其所提供的走私信息对于海关缉私经常起到重要

作用。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１８日，海关根据线工提供的情报登上“九江”号船，经过６个小时的仔细搜查，
终于缉获了２４３斤鸦片（５１球加３０小包）。③ 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７日根据线工情报，在“士迫”号轮船上
缉获了元洋药６９个、半边洋药９个、２块公班土和２小包白皮土。２８日，再次在该船上缉获元洋药
１８个（藏于船柁舱内放在锚铁链之下）、元洋药２个（藏在大伙房内）、元洋药２个（藏在船上中国
佣人房内）、元洋药２个半和白洋药３小包（藏在船上各舱内）。④ 据缉私员称，海关之所以能够及
时并准确地辨别出走私船，其决定性因素就是线工提供的情报。当完成缉私后，缉私员会发给线工

奖金券，线工再到广州去领取他们的报酬。⑤

为了调动缉私员的积极性，海关同时也会将缉私所得的一部分收入分给缉私员。海关缉私收

入来源主要是通过没收走私物品和直接罚款获得，还有一部分是通过收取走私船赎金获得。通常

情况下，海关会根据走私鸦片数量决定惩罚措施：若一艘船走私的鸦片不超过４０球，其鸦片将被没
收并罚款；若超过４０球，则将船只和鸦片都没收。海关通常将一半的缉私收入归税务司，一半归缉
私船上的船员所有。通常情况下，若走私船遇到海关巡艇没有反抗而弃船逃走，他们可交一些赎金

将船赎回；但是若有武装反抗，则该船不得赎回。⑥ 一个缉私员称，１８７９年前后他们通常每月可成
功缉获走私船３０—４０次，他自己可获得总收入的１／６，即１５０—２００元，而其工资则只有 ５０—６０
元。⑦ 海关对于缉私员的奖励之丰厚可见一斑。

１８７７年粤海关报告指出，进口的鸦片越来越多，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每年缉获的鸦片数量却大
致相同，并没有增加多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１８７８年最后几个月起，海关当局进行了一次严打
行动，重点查缉走私集团多年来所进行的从九龙经由陆路到新安、东莞以及惠州西部的走私鸦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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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此，缉私部门在越过半岛的警戒线上设立了一些由一名军官负责的征收站，并拟定了打击走

私的有力措施。① 在常年驻在靠近香港的虎头门、汲水门、长洲和靠近澳门西南的马骝州的粤海新

关指挥下的海关缉私艇的配合下②，这次严打行动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直接迫使一部分鸦片运输转

向外轮，从而增加了通过粤海新关的鸦片数量，从１８７７年的３２４担上升到了１８７８年的７７０担，
１８７９年上半年的鸦片过关量也增加了很多。

图３　１８７６—１８８２年粤海新关鸦片进口数量变化图

资料来源：“Ｃａｎｔｏｎ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８２—９１，”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ｅｔｃ，ＰｏｒｔｓＯｐｅｎ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ｒｅ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Ｐｏｒ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１８８２—９１，ｐ５５８．

虽然这次旋风式的缉私行动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鸦片走私

问题。随着缉私力度的减弱，鸦片走私又重新猖獗，如图３所示，从１８８０年起粤海新关鸦片进口数
量随之骤减，从１８８０年的６４２担降到１８８１年的２１１担，再降到最低谷的１８８２年的１７担。海关方
面也承认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在目前情况下，除非有一个大为延伸的查私网，否则不可能抑制这些非法贸易。孤立地抓

获点私货，对走私者影响甚小，仅能促使他们稍微改变逃避海关的方法。③

除非周围的海关分卡对征收税款制度有一个彻底改变，或者干这行违禁品贸易的坏家伙

找到另外一个更赚钱的生意而停止走私鸦片，本关的鸦片税收将不会有起色。④

由此可见，海关的这些缉私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稍一松懈走私就又会变得猖

獗。⑤ 要想改变这一局面，除非征税制度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⑥

１８８７年的税厘并征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较大地改变鸦片走私局面的政策。按照《烟台条约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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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条》的规定，自１８８７年２月１日起，关税及厘金每担鸦片应同时向新关交纳１１０两。① “洋药来
华，香港总汇也，澳门歧路也，之二地者，久假于人，非设关于附近不足以清漏税之源而遏其流”②，

故于１８８７年正式设置拱北海关、九龙海关，以便对华船运输的鸦片进行征税。这种新的税厘并征
的方式，吸引了众多商人放弃之前的冒险做法而改到海关纳税。③ 新增的海关较大地改变了以前

的走私状况，从香港和澳门两个自由贸易港流入到内地的鸦片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免受海关的监

督管理而随意进入内地。这就对广州口岸的鸦片贸易和税收大为有利，导致通过粤海新关报关鸦

片数量的激增，由１８８６年的１０７０担猛增到了１８８７年的７７６１担，增加７倍之多④，１８８８年更比上
年多增５４１２７４担⑤，直到光绪帝颁布禁烟令两年后的１９０８年，报关纳税的鸦片数量一直比较稳
定，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１８８６—１８９１年粤海新关鸦片进口数量变化图

资料来源：“Ｃａｎｔｏｎ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１８８２—９１，”Ｄｅｃｅｎｎ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ｅｔｃ，ＰｏｒｔｓＯｐｅｎ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ｒｅ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Ｐｏｒ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１８８２—９１，ｐ５５８．

时人李圭对于九龙、拱北两关的设立和税厘并征的实施评价道：“自是，香港转运各口洋药，无

偷漏之患……此洋药厘金由关并征之明效大验也。”⑥李圭显然是过于乐观。尽管１８８７年税厘并
征政策的实施使得报关鸦片骤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鸦片走私销声匿迹，事实上，鸦片走私依然盛

行。拱北海关于１８８７年成立后不久就已经认识到走私对于海关税收的严重影响。为了打击走私、
增加海关税厘收入，１８９２年，拱北海关税务司贺璧理（ＡＥＨｉｐｐｉｓｌａｙ）提出以下两点防范措施：一是
除了北海、琼州已经设置的海关稽查外，应再于高州府、雷州府分别设置海关，并多派一些巡逻船缉

私；二是新加坡方面应该在华船准备为载运洋药到内地而领取牌照时让华船写好保证书，声明装有

多少洋药、运往何地，并请富商作为担保人。华船运到目的地后必须照章纳税厘，等返回新加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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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缴纳税厘的收据凭单交给新加坡政府以示已完纳税厘。如果没有这些单据，就应该让担保的

富商如数赔偿这笔费用。① 然而，这两个建议都未能得到具体实施，不过海关方面却加强了缉私力

度，并在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前后取得了一些成效。１８９３年拱北海关的鸦片报关量开始回升，比１８９２年
增加２５７担；１８９４年又比上年增加了５１９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澳门承充专营政策
的调整、广州时疫流行等影响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缉私工作的加强。②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拱北海关在澳门西面的泥湾门和崖门设置分卡，专门用来检查进出的华
船运输，其主要职责就是搜查武器和鸦片。拱北海关的汽船有关艇“龙睛”（Ｌｕｎｇｔｓｉｎｇ）号，３艘专门
用来缉私的缉私艇———“金星”（Ｃｕｍｓｉｎｇ）号、“雷鞭”（Ｌｕｉｐｉｎ）号、“雷毂”（Ｌｕｉｋｕｋ）号和４艘警戒
艇———在前山的“通利”（Ｔｕｎｇｌｉ）号、在前山河段的“拱辰”（Ｋｕｎｇｓｈｅｎ）号、在横门的“拱税”
（Ｋｕｎｇｓｈｕ）号、在崖门的“拱志”（Ｋｕｎｇｃｈｉ）号。除了这些汽船外，拱北海关还购置了４艘专门用来
晚间防卫的巡逻舢板船，即九洲舢板、吉大舢板、白石角舢板、马骝州舢板。③ 为了获取更多的鸦片

走私信息，拱北海关还通过支付高额奖金的方式来鼓励揭发走私的密报者———线工，有时这种奖金

总额高达海关查获鸦片纯收入的８０％。通常情况下，船员都是替第三者走私鸦片的，如果走私成
功，船员可以从应缴税款中得到一部分提成；如果被海关抓获，他们并没有损失。所以，如果仅仅是

没收船上走私的鸦片的话，对于船员来说并不算什么处罚。为了使缉私更为有效，海关采取了更为

严厉的措施，即如果在船上查到违禁品，除尽数没收以外还要对船员处以罚金。有时小船和舢板因

不向海关报告而擅自经过分卡被抓获时，海关通常会认为这些船最有可能从事走私行为，故对首次

违法的船处以罚金，若再犯则予以没收。④

尽管实行了各种缉私措施，但是走私依然大量存在。１９０２年拱北关税务司柯尔乐（ＦＡＣａｒｌ）
在给其继任者穆好士（ＷＮＭｏｒｅｈｏｕｓｅ）的移交备忘录中提到“大量的走私现正在进行着，不仅用
木船走私，而且还通过广州至澳门的定期汽船走私”。⑤ 而对于汽船，拱北各分卡却无法捉拿，除非

在其经过九洲分卡时即安排检查，否则走私不会停止。广东地方政府对于走私同样也是束手无策，

“粤宪之意，亦欲严行查禁，以冀弊绝饷充。然尚无善法，甚愿时以此事为念也”。⑥ １９０９年，中英
签订条约，将外国鸦片税厘并征提高到每担３５０两。突加的高额税厘促使走私更加变本加厉，猖獗
一时。⑦

五、小结

珠江三角洲地区水网密集的自然环境和香港、澳门这两个自由港的存在，为晚清鸦片走私进入

内地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外国鸦片走私进入广东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从澳门向内地走私；

二是从新加坡直接运送洋药到广东下四府等地；三是从香港走私到内地。从香港走私鸦片到内地

的途径复杂多样，其中用轮船载运到广州湾，然后再由此处走私到内地的方式在后期影响较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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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鸦片走私的定义不同，所以导致各方对鸦片走私数量的估计值也大为不同。如果把经过常关

的鸦片视为走私的话，那么每年的走私量可能高达２万担。即使不把常关进口的鸦片视为走私，每
年的走私量也可能高达１万多担，走私率在１３％以上。在个别地区，如澳门的鸦片走私比例，１８８４
年时曾高达６５％，走私反而成了主流。

鸦片走私参与者既有船员，也有普通民众，他们往往利用在江轮、海轮或华船上工作之便进行

走私。香港与澳门的特殊环境给走私大开方便之门。在香港，警察漠视甚至纵容鸦片走私，而其作

为“英国领地”的地位使得香港成为了走私者逃避追捕的避风港。香港实行鸦片包税制期间，鸦片

包税商若想保证每年向政府交纳巨额承包金之后还有利可图，就不得不进行走私。若承包商的走

私不能畅通的话，势必会影响其生意，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财政税收。因此，为了保证财政税收，香港

当局对于鸦片走私的包庇和纵容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一些外国商人巧妙利用外国领事裁判权的

保护伞，作为幕后老板，非常隐蔽地参与到鸦片走私活动中去。走私参与者中常被忽视的一个群体

是与商人互相串通走私的中国政府官员。外国商人和腐败的广州海关官员相互勾结，共同创造出

一整套的走私方法和种种偷漏的诡计来逃避国家税收。官员熟知缉私方式，又能利用自己的特殊

身份之便来规避缉私，故使得缉私难上加难。从事大规模鸦片走私的还有专门的组织，雇佣专人进

行走私。在各种势力的庇护之下，凭借着强大的武器装备，其走私更加肆无忌惮。

鸦片走私严重影响了广东政府和海关的财政收入，为了打击鸦片走私，当地政府和海关都施行

了多种缉私措施，如加强缉私船武器配备、建立沿岸警戒线、雇佣线工、实行奖惩措施等，虽收到一

定的成效，但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到１８８７年开始实行鸦
片税厘并征政策，设立拱北关和九龙关，才将华船（民船）也置于海关的严密掌控之下，使鸦片走私

活动受到进一步打击。然而，鸦片走私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围绕着鸦片这棵巨大的摇钱树，各方仍

继续展开激烈的利益博弈，甚至在军阀混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有加剧之势，深刻地影响了珠

三角地区的发展。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后期香港和澳门相继取消鸦片的“合法”经营地位以及
新中国的成立，鸦片走私方告一段落。

〔作者马光，比利时根特大学—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澳门大学博士研究生，根特，９０００，ｍａ＠ｍａｇｕａｎｇ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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